
《江西宗派图》的创作争议及其对江西诗派的构建

张立荣

　　摘　要：在中国诗歌史上，“江西诗派”是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几乎是自先秦至宋代以来唯一明确用“诗派”
命名的诗学群体，体现出宋人在诗学界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 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吕本中是逆向建构江西诗派

的关键人物。 吕本中创作《江西宗派图》与其家族和江西诗学之间的渊源密切相关。 他随侍其祖吕希哲左右，有机

会结交江西诗人，此为《江西宗派图》提供了创作契机和人事基础。 《江西宗派图》的写作时间学界主要有四种说

法，应以“写于北宋的大观、政和年间，流传于南宋初年”之说最合理。 书名最初应为《江西宗派图》，后来因《江西

诗派》诗集的刊刻以及南宋诗社活动的兴盛，逐渐演变为《江西诗社宗派图》。 关于江西诗派的人员构成以及排序，
宋代诗话、笔记等文献中的记载并不统一，体现出宋代学者基于文献及诗坛状况有意识地进行诗学建构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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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诗派的“体”“派”独特性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经常以“体” “派”划分作家

群体，尤其是宋代诗文研究，几乎无体派不成论，如
梁昆的《宋诗派别论》、吕肖奂的《宋诗体派论》等。
“体”与“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体”是就风格、体
式等诗学问题而言；“派”是就诗风类似的诗人群体

而言。 “体”的组合相对松散，在大多数情况下，一
般是后世学者对于前代诗风类似诗人的一种归纳。
诗人们在当时未必有自觉的“创体”意识，被归入同

一“体”的诗人在当时也未必有相同的创作理念，只
是时代风尚与诗人的个人爱好造就了类似的诗风。
就宋诗而言，早期的“白体” “西昆体” “晚唐体”皆

呈现出这样一种松散的特征，诗人之间的关联度并

不大。 笔者在以“体” “派”划分的研究模式论述北

宋七律时，发现很多未被划入相应诗体或诗派的诗

人无法归类，不同诗体或诗派之中亦多有抵牾。 比

如被归为“晚唐体”诗人的魏野和林逋，其诗风与

“晚唐体”代表性诗人“九僧”相差较大，魏野的七律

甚至表现出明显的“白体”特征。
严羽对诗体理论的建构具有突出贡献，《沧浪

诗话》中有《诗体》专章。 其中谈论的“诗体”是一个

非常庞杂的概念，包括“以时论” “以个人论” “以体

制风格论”“以体裁论” “杂体”五部分，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体”的概念。 严羽在“以时论”中以时间为

区分标准，非常清晰地划分出 １６ 种代表诗风的流变

脉络：“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 曹子建

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 与建安相

接。 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 嵇阮诸公之诗），
太康体 （晋年号。 左思、潘岳、三张、二陆诸公之

诗），元嘉体（宋年号。 颜、鲍、谢诸公之诗），永明体

（齐年号。 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
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 与齐梁体一也），唐初体

（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
宝诸公之诗）， 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 元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０４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诗体学研究”（２４ＢＺＷ０４６）。
作者简介：张立荣，女，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　 ０３７００９）。

３４１



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
元祐体（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 （山谷为之

宗）。” ［１］

严羽在论宋代之前的诗体时，时间特征非常明

显，或以年号代替，或以时段代替。 但他在论宋诗的

发展时，区分的标准却有些模糊。 其中的“本朝体”
和“元祐体”均和时间有关，“元祐体”的时间界限最

分明，人物也解释得很清楚，但“江西宗派体”和时

间没什么关系。 单从概念上讲，“江西宗派体”应是

一个诗人群体概念，而不是时间概念。 严羽将“江
西宗派体”放在“元祐体”之后，显然是将其当作一

个时间流变而言，他认为在元祐之后能够代表宋代

诗风的就是江西诗派的诗人与诗作。
“派”的概念往往是就诗人群体而言，能结成诗

派至少需要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一个或几个宗主

式的人物成为一派的核心人物，并提出一致的诗论

主张；二是有一定的人员信奉其主张并践行于实际

创作；三是有一定的创作实绩。 当然，诗派的成员应

尽可能相隔不远，可以经常切磋。 但这些条件在古

代并不容易具备，因此中国古代诗论中很少用“诗
派”的概念。 江西诗派几乎是自先秦至宋以来唯一

明确用诗派命名的诗学群体，到严羽这里还被冠上

“体”的特征。 正因为当时“诗派”是一个全新的概

念，江西诗派自然也引起诸多争议。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吕本中

所作《江西宗派图》中涉及江西诗派的形成时间、人
员构成、排名顺序等关键问题，体现了宋人在诗学界

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 目前学界对《江西宗派图》
的名称、写作时间等基本问题皆存在较大争议，厘清

这些问题有助于揭示《江西宗派图》对江西诗派形

成的重要影响，从而体现宋代学者自觉的诗学建构

意识。

二、《江西宗派图》作者吕本中的
家学与师承

　 　 吕本中（１０８４—１１４５），字居仁，因祖籍京东路

莱州（今山东莱州），世称“东莱先生”，实际上吕氏

家族在吕夷简的祖父吕龟祥任安徽寿州知州时即移

家寿州，因此又称其籍贯为寿州。 吕本中出身于中

原世家大族，世称其家族为东莱吕氏家族。 这一家

族宰相、名臣、学者辈出，如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
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等，在宋代政坛、文坛及学界

皆熠熠生辉，为宋代文化与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如王明清《挥麈录》卷 ２ 言：“本朝一家为宰

执者，吕氏最盛，既列于前矣。 父子兄弟者：韩忠宪

亿、子康公绛、黄门维、庄敏缜；范文正仲淹，子忠宣

纯仁、左辖纯礼……数十年未尝见也。” ［２］

吕本中的先祖吕蒙正《宋史》本传称：“蒙正质

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 遇事敢言，每论时政，
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 ［３］９１４６吕夷简

是吕蒙正的侄子，《宋史》本传言：“方夷简在下僚，
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 及其为相，深谋远虑，有古

大臣之度焉。 在位日久，颇务收恩避怨，以固权利，
郭后之废，遂成其君之过举，咎莫大焉。 虽然，吕氏

更执 国 政， 三 世 四 人， 世 家 之 盛， 则 未 之 有

也。” ［３］１０２２０这里虽然对其人品颇有不满，但对吕氏

家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这样的人才辈出，还是

感叹其世家之盛前所未有。 吕公著为吕夷简的第三

子，吕夷简曾言：“他日必为公辅。”他亦不负父望，
初与欧阳修为友，欧阳修称其“器识深远，沉静寡

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公著性乐闲

退，淡于世事。 然所谓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者

也” ［４］ 。 在“元祐更化”时，吕公著与司马光统掌天

下，司马光去世后则政出于其一人之手。 《宋史》吕
公著本传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

军国事，虽汉之韦、平，唐之苏、李，荣盛孰加焉。 夷

简多智数，公著则一切持正，以应天下之务，呜呼贤

哉。 其论人才，如权衡之称物，故一时贤士，收拾略

尽。 司马光疾甚，谆谆焉以国事为托，当时廷臣，莫
公著若也审矣。 追考其平生事业，盖守成之良相也。
然知子之贤而不能荐，殆犹未免于避嫌，而有愧于从

祖云。” ［３］１０７０８吕公著的性格与父亲不同，正如欧阳

修所说，沉静寡言，性乐闲退，不求富贵，不慕名利，
注重心性修养，并以此传与门人弟子。 其子吕希哲

言：“正献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际，极于介洁。
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脱然无留意。 故历事四朝，无
一年不自列求去。” ［５］７８９吕公著对政治的疏淡直接

影响了吕门的家风。
在吕公著之前，吕家在北宋政坛上地位显赫，几

乎代代出宰相，可称为宰相世家。 但到吕公著这里，
门风开始发生变化，吕氏的培养对象由政治向学术

转变，这一转变或许是对新旧党争下士人命运更迭

的一种回避，或许是一个世家大族经过百年沉淀后

的一种智慧选择。 自吕希哲起，吕氏走上了学术之

路，在《宋元学案》中，仅吕氏一门名列三学案者共 ７
世 ２２ 人。 吕公著被列入“范吕诸儒学案”，是吕氏

家族第一位入学案之人。 这是吕氏家族由政治世家

４４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转向学术世家的第一步。 其后吕氏家族在学术上的

发展亦如其政治上一样显赫，被称为“本源末茂，世
亦未有其盛” ［６］２８５。 《宋元学案》中记载仅吕氏一

门就开创了三个学案：其一为《荥阳学案》，以吕希

哲为首；其二为紫薇学案，以吕本中为首；其三为东

莱学案，由吕祖谦开创。 《宋元学案·荥阳学案序

录》云：“荥阳少年，不名一师。 初学于焦千之，庐陵

之再传也。 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学于康节，亦
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 集益之功，至广且

大。 ……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

儒。” ［５］９０２可见，吕门之学术一开始就是兼容并蓄

的。 龚鹏程先生指出：“全谢山谓其‘集益之功，至
广且大’，非虚语也。 集益之功如此辅以数世家学

及中原文献，其为北宋学术之归墟，必矣。 大抵北宋

之学，象数则濂溪邵雍、性理则二程张载、经术则荆

公李觏、经济则范文正，荥阳皆篇收蓄之，而归宿于

伊川。 又篇洛学之最早者，上承下启，此其几焉。 遍

考北宋诸儒，无一有此性格、有此地位者。” ［６］２８５

《宋史·吕公著传》言：“希哲乐易简行，有至行，晚
年名益重，远近皆师尊之。” ［３］１０７７９近世研究者对吕

希哲在吕氏家族从政治世家向学术世家转向过程中

的地位和作用多有讨论。 如李昇认为“吕氏家族学

术真正的奠基人是吕希哲” ［７］ ，从学术地位及开山

立派而言此论信然。 姚红认为“吕氏家族从簪缨世

家转入学术家族的转折性人物是吕希哲” ［８］ ，这一

论断不尽确切。 吕氏家族由政治向学术转折的第一

人不是吕希哲，而是其父吕公著。 吕公著辅佐四朝，
德高望重，其学术成就为其政治成就所掩。 吕氏家

族第一个入学案者是吕公著，而非吕希哲，吕希哲是

吕家第一位开山立派之人。 吕本中的家学及交游在

很大程度上受吕希哲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他没

有跟从吕希哲随侍左右，便没有结交江西诗人的机

会，也就没有后来《江西宗派图》的创作，文学史上

可能也就没有“江西诗派”之名。
吕公著为“元祐更化”的主要执政者之一，在其

后的绍圣党争与崇宁党争中，吕氏成员就成了主要

的被打击对象，吕希哲亦入“元祐党籍碑”，屡被南

贬。 得益于学力心性的涵养，他形成了宠辱不惊、随
遇而安的性格。 《宋元学案·荥阳学案》载：“晚居

宿州、真、扬间十余年，衣食不给，有至绝粮数日者，
处之晏然。 静坐一室，家事一切不问。 ……闲居日

读易一爻，遍考古今诸儒之说，默坐沉思，随事解释。
夜则与子孙评论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罢。” ［５］９０７

党争对于元祐诸人来说固然为人生之不幸，但从一

定程度上来说，元祐诸人外贬也为地方文化的繁荣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吕祖谦《东莱公家传》载：
“崇宁初，权臣修元祐之怨，治党锢甚急，群谴辈黜，
廷中为空。 于是荥阳公废居宿州，公（吕好问）亦以

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师，两监东岳庙，客于宿州七

年。 ……（吕好问）复调真州春料船场，司扬州仪曹

事。 扬据南北冲，贤士大夫舟车上下，必过公而拜荥

阳公于堂。 如杨侍郎时中立、陈右司瓘莹中，每过

扬， 与 公 语， 连 日 夜 不 厌， 所 言 皆 经 世 大

略。” ［９］２１１－２１２此时投于吕希哲门下而被吕本中列

入江西诗派的，有陈师道以及被称为“临川四才子”
的汪革、谢逸兄弟、饶节。 吕本中与汪革还是莫逆之

交。 党争中吕希哲及吕好问的外贬成为吕本中广交

学友的契机，也为《江西宗派图》的创作奠定了人事

基础。
吕本中本人的师承非常复杂，除了家学之外，他

还师承刘安世、杨时、游酢、尹焞、陈瓘、唐广仁等人，
刘安世是邵雍的门人，杨时、游酢、尹焞是程颐的弟

子，陈瓘、唐广仁则是司马光的门人，因此吕本中可

以算作邵雍、程颐、司马光的“再传弟子”。 吕本中

之后，让吕氏家族再一次闪耀于学界的就是吕祖谦。
若以儒学成就论，吕祖谦可谓吕门集大成的人物；若
以文学成就而论，吕氏家族中则以吕本中成就最高。
南渡之后，吕本中被称为“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
其余大儒弗及也” ［５］１２３４。 吕本中的诗歌数量较多，
有 １２７０ 余首。 钱钟书认为“他的诗始终没摆脱黄庭

坚和陈师道的影响，却还清醒轻松，不像一般江西派

的艰涩” ［１０］ ；钱基博认为“其为诗骨力坚卓，亦得法

庭坚，妥帖自然过之，而才力高健不如，所以格较浑

而语为驽”，以上确为中肯之评。
吕本中之所以作《江西宗派图》，与其家族和江

西诗学之间的渊源有关。 吕祖谦记载：“先君子尝

诲某曰：吾家全盛时，与江西诸贤特厚。 文靖公（吕
夷简）与晏公勠力王室。 正献公（吕公著）静默自

守，名实加于上下，盖自欧阳公发之。 ……二刘、三
孔、曾子开、黄鲁直诸公，皆公所甄叙也。 侍讲（吕
希哲）于荆公，乃通家子弟。 ……晚节居党籍，右丞

（吕好问）以管库之禄养亲。 虽门可设爵罗，然四方

有志之士，多不远千里从公。 谢无逸、汪信民、饶德

操自临川至。 ……盖江西人物之盛衰，观人文者将

于此乎考。 而吾家江西贤士大夫之疏密，亦门户兴

替之一验也。” ［９］１１８－１１９或许是因为吕氏家族历代

皆与江西籍诗人有深厚的交往，再加上吕本中交往

的诗人中江西诗人较多，所以他萌发了立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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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西宗派图》创作时间的争议

关于《江西宗派图》的写作时间一直是学界争

论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主要有四种说法。
１．“少时戏作”
这一说法源自范季随《陵阳先生语录》：“家父

尝具饭，招公与吕十一郎中昆仲。 吕郎中先至，过仆

书室，取案间书读，乃《江西宗派图》也。 吕云：‘安
得此书？ 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他日公前道此

语，公曰：‘居仁却如此说。’ 《宗派图》本作一卷，连
书诸人姓字。 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

分为数等。 初不尔也。” ［１１］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

点：第一，当时《江西宗派图》应该已印制成书，但流

传不太广，否则吕本中不会问“安得此书”。 第二，
吕本中对这本书的暧昧态度是造就目前此书写作时

间不明的最大因素，“少时戏作”之所以被后世广为

接受，是因为其出自吕本中本人之口。 第三，韩驹对

吕本中“少时戏作”的否定。 以韩驹与吕本中的熟

悉程度以及被列入宗派中人的身份，他应该知道吕

本中写作此书的时间，因此当吕本中说出“少时戏

作”时，他表示惊讶。 对于《江西宗派图》而言，吕本

中和韩驹应该都是当事人，但二人却给出了不同的

意见，由此造成后世的不断阐释与解读。
曾季狸《艇斋诗话》亦记载：“予尝见东莱自言

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作也。” ［１２］２９６

可见，吕本中不止一次说过《江西宗派图》为少时所

作。 范、曾二人都与吕本中非常熟悉，曾季狸又是吕

本中的门人，范季随是韩驹的弟子，所记应该不误，
至少表明吕本中自己认为这是少时所作，并对此书

不太满意。 莫砺锋是较早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辨的

学者之一①，他在《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辨》一
文中，基于“少时戏作”这一基础得出《江西诗社宗

派图》作于崇宁元年（１１０２ 年）或二年（１１０３ 年）的
论断，认为此时吕本中 １９ 岁或 ２０ 岁，和“少时戏

作”比较符合。 文中对吴曾的“绍兴三年说”进行辩

驳，认为如果作于此年，则大部分派中诗人皆已去

世，就成了死后追认入派，但是韩驹、夏倪、徐俯等都

曾表示过对入派的不满意，可见追认入派的“绍兴

三年说”不能成立。
２．作于南北宋之交的靖康、建炎年间

大约与范季随、曾季狸同时的孙觌在《西山老

文集序》中言：“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 当

是时，江右之学诗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间，鲁直

之甥徐师川、二洪（驹父、玉父），皆以诗人进居从官

大臣之列，一时学士大夫向慕，作为江西宗派，如佛

氏传心，推次甲乙，绘而为图，凡挂一名其中，有荣耀

焉。” ［１３］３１８此说认为《江西宗派图》作于靖康、建炎

年间。 靖康是 １１２６—１１２７ 年，建炎是 １１２７—１１３０
年，此时元祐学术重新受到朝廷重视，在宋高宗“最
爱元祐”的提倡下，曾受崇宁党禁影响的大部分元

祐后人纷纷走上仕途。 孙觌认为《江西宗派图》是

适应这个时期的政治大背景而作。 以 １１２７ 年计算，
作此书时吕本中 ４３ 岁，算不上“少时”。 近世学者

韦海英赞同此说［１４］ 。
３．作于绍兴三年（１１３３ 年）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１０ 记载：“蕲州人夏均

父，名倪，能诗，与吕居仁相善。 既没六年，当绍兴癸

丑二月一日，其子见居仁岭南，出均父所为诗，属居

仁序之。 序言其本末尤详。 已而居仁自岭外寄居临

川，乃绍兴癸丑之夏。 因取近世以诗知名者二十五

人，谓皆本于山谷，图为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 然

则居仁作宗派图时，均父没已六年矣。 予近览赣州

所刊百家诗选，其序均父诗，因及宗派次第。 且云：
‘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为耻。’殊不知均父没已六

年，不及见图，斯言之妄，盖可知矣。” ［１５］

这段话言之凿凿地说《江西宗派图》作于绍兴

癸丑年，即绍兴三年（１１３３ 年），但此时吕本中已 ５０
岁，绝对算不上少时。 这一说法是所有文献记载中

年代最确切的一个，也是和吕本中的“少时戏作”说
时间差异最大的一个。 这段话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

息，即吴曾所见的《百家诗选》里有夏均父诗的序

言，并提到夏均父自己以在《江西宗派图》中排名靠

后为耻，则夏均父生前应该见过《江西宗派图》。 从

上段文字推断，夏均父应卒于 １１２７ 年左右，则宗派

图的写作至少应在 １１２７ 年之前。 但吴曾否定了《百
家诗选》的意见，却没有说出原因。 如据第二种说

法，则《江西宗派图》在建炎年间已经流行，建炎元

年即 １１２７ 年，与夏均父去世时间相吻合，这样夏均

父看到《江西宗派图》并作出不满的评语也是可能

的。 如此吴曾的“绍兴三年说”则不能成立。
“绍兴三年说”在后世最为流行。 近世龚鹏程

赞成此说［６］２６５，孙鲲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写作年

代献疑》也支持此说，并对莫砺锋的崇宁少作之说

提出质疑［１６］ 。 孙鲲对吕本中自言“安得此书？ 切

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给出一个有意思的解释，认
为“切勿示人”中的“人”暗指韩驹，并推测：“吕本中

大概是已耳闻韩驹有意见，所以见范季随‘案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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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社宗派图》，而韩驹又即刻来到，故特地叮

嘱范季随‘切勿示人’。 ……又担心韩驹最终会发

现此书，朋友当面，倘质问起来不好意思，于是就诡

称宗派图是‘少时戏作耳’，以便搪塞。” ［１６］ 孙鲲与

莫砺锋都采信了周必大《题山谷与韩子苍帖》中的

记载：“陵阳先生早以诗鸣，苏黄门一见，比之储光

羲。 与徐东湖（俯）游，遂受知于山谷。 晚年或置之

江西诗社，乃曰：‘我自学古人。’岂所谓鲁一变至于

道耶？” ［１７］韩驹卒于绍兴五年（１１３５ 年），如果像吴

曾所言《江西宗派图》作于绍兴三年（１１３３ 年），则
正好在韩驹的晚年。 但此条亦不是确证，本身就用

了“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的不肯定之语。 有可能

是《江西宗派图》于建炎、绍兴年间流传之时，韩驹

见到后对自己侧身其间表示不满。 王琦珍也支持孙

鲲的判断，认为：“考虑到崇宁元年前后的政治形势

及吕氏家族所受到的政治冲击，很难想象吕本中会

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公然推尊黄庭坚为

‘宗主’，进而描绘出一个所谓‘宗派’，且将徐俯、洪
刍及吕氏门人如汪革、谢逸、谢 、饶节列入其中。
以此，宗派图作于靖康建炎至绍兴三年之间的可能

性，就非常之大了。” ［１８］

黄宝华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

诗派〉总集的刊行》则用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此说的

可信［１９］ 。 首先，文章用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吴曾所

读到的《百家诗选》编选比较粗糙，因此其中关于夏

倪所说的“以在下列为耻”则不可靠。 其次，文章对

“少时戏作”进行了辩驳，认为吕本中之所以这样

说，是因为此书在当时的流传过程中已遭受到不少

非议，特别是徐俯与韩驹。 周 《清波杂志》云：“议
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 若徐

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间。 韩子苍曰：‘我自学古

人。’” ［２０］面对这样的议论，吕本中以“少时戏作”
搪塞，是为了淡化舆论。 《清波杂志》还记载：“吴虎

臣漫录书居仁作图时，均父没已六年，耻在下列为

非。 亦见前辈云：‘东莱自言宗派本无诠次，后人

妄谓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

盖时论，非本语也。” ［２０］ 这里认为吕本中的“悔少

作”之说，是其门人弟子为掩盖时论而编造出来的，
不是吕本中本人的原话。 最后，文章从当时宋高宗

赵构“最爱元祐”的政治风向论述了《江西宗派图》
写于此时的合理性。 基于以上三点，黄宝华成为吴

曾“绍兴三年说”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４．作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

大 观 时 期 为 １１０７—１１１０ 年， 政 和 时 期 为

１１１１—１１１８ 年。 以政和元年（１１０７ 年）计算，则《江
西宗派图》大约作于吕本中 ２８ 岁左右。 首先提出

这一说法的是谢思炜［２１］ 。 谢思炜认为，吕本中在

党禁时期大观、政和年间与江西籍诗人洪刍、洪炎、
徐俯等交往密切，共同唱和，共结诗社，因此《江西

宗派图》最有可能作于此时。 据他考证，晁冲之是

《江西宗派图》中最后一个与吕本中订交的诗人，二
人的结识时间应在大观年间。 这就意味着吕本中与

列入《江西宗派图》的诗人在大观、政和年间完成交

往，具备了作《江西宗派图》的人员条件。
姚大勇支持此说，并进而推断：“可能由于当时

政治斗争的影响（元祐党禁在靖康之变后才解除，
苏轼、黄庭坚等人文集在北宋末期屡遭禁毁），所以

吕本中此图在北宋末期作成后，秘而未宣，至南渡后

元祐党人获得彻底平反，此图才随之流传于世，并产

生了广泛影响，也因而带来了对其作年的不同记

载。” ［２２］这段话解释了孙觌、吴曾等人关于《江西宗

派图》写作时间出现误载的原因。 伍晓蔓的《〈江西

宗派图〉写作年代刍议》 ［２３］亦赞成此说。
笔者认为，作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这一说法看

似没有任何文献可予佐证，却最有说服力。 吕本中

于大观四年（１１１０ 年）至江西，政和二年（１１１２ 年）
离开，这一时期正是以徐俯为中心的豫章诗社活动

的高峰期，当时参与诗社唱和的人大部分都入了

《江西宗派图》。 可见这段时间是吕本中全面了解

江西诗人诗风并亲自参与唱和时期，也是最有可能

创作《江西宗派图》的时期。 如果《江西宗派图》作
于这一时期，一方面可以解释出于吕本中本人之口

的“少时戏作”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其当

时所受批评的原因。 关于此点，笔者想补充的是吕

本中的弟子曾季狸曾在《艇斋诗话》中云：“东莱作

《江西宗派图》，本无诠次，后人妄以为有高下，非
也。 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
甚悔其作也。 然予观其序，论古今诗文，其说至矣尽

矣，不可以有加矣。 其图则真非有诠次，若有诠次，
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 ［１２］２９６这是弟子在

听到老师所说的“悔少作”之后进行的思考，他认为

以吕本中的水平，不应该出现人员紊乱、错漏的情

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在编撰过程中本来就

没有次序，随手所写。 但他有一个问题未曾想到，那
就是《江西宗派图》的写作时间与流传时间不一致，
写作于北宋末年，流传于南宋初年，这种滞后导致流

传中的《江西宗派图》不能准确反映南渡后的诗坛

状况，也是徐俯和韩驹不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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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西宗派图》书名及
人员构成的争议

　 　 １．关于《江西宗派图》名称的争议

较早注意此问题的是龚鹏程，他在《江西诗社

宗派研究》一书中指出，范季随、周紫芝、曾季狸、杨
万里等皆称为《江西宗派图》，赵彦卫《云麓漫钞》、
王应麟《小学绀珠》则称《江西诗社宗派图》，吕本中

原名应为《江西诗社宗派图》，之所以称为《江西宗

派图》只是简称，省字而已［６］２６３。
谢思炜也提到关于《江西宗派图》的名称，认为

“当从范季随、曾季狸、胡仔等人所记，为《江西宗派

图》。 后代称引往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诗社’
二字首先见于陈岩肖《庚溪诗话》。 《宗派图》中人

确实经常诗酒酬唱，但并未在一起正式组成过一个

统一的‘诗社’” ［２４］ 。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云：
“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

处，不必相蹈袭也。 至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

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 至古体诗，不拘

声律，间有歇后语，亦清新奇峭之极也。 然近时学其

诗者，或未得其妙处，每有所作，必使声韵拗捩，词语

艰涩，曰‘江西格’也。 此何为哉？ 吕居仁作《江西

诗社宗派图》，以山谷为祖，宜其规行矩步，必踵其

迹。 今观东莱诗，多浑厚平夷，时出雄伟，不见斧凿

痕，社中如谢无逸之徒亦然，正如鲁国男子善学柳下

惠者也。” ［１２］１８２

据笔者所见资料，则范季随、曾季狸、周紫芝、胡
仔、吴曾、杨万里等皆作《江西宗派图》，陈岩肖《庚
溪诗话》、赵彦卫《云麓漫钞》、王应麟《小学绀珠》皆
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这些文献的写作年代，则
范、曾等人与吕本中交往密切，且范季随自己就读过

《江西宗派图》，所记应该不差。 如果如龚鹏程所言

是省字而已，则不应该所有文献都省同样的字。 据

四库馆臣考证，最早将书名记录为《江西诗社宗派

图》的《庚溪诗话》 应作于淳熙年间 （ １１７４—１１８９
年），距吕本中去世已 ３０ 余年，其中所记自然不如

吕本中弟子曾季狸的记载更可信。 后世文献之所以

加上“诗社”二字，或许只是觉得“江西宗派”的概念

过于模糊，因而加上“诗社”以表明归属。 也只有

“诗社”之成立，才可称为“宗派”，无“社”则宗与派

就无着落。
从《江西宗派图》到“江西诗派”的称谓也有一

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江西宗派图》中诗人总集

的编撰密切相关。 莫砺锋和黄宝华都曾谈论过这个

问题②。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中记载，“秘阁修

撰给事程公”即程叔达统帅江西时，感叹《江西宗派

图》中诗人之诗“往往放逸，非阙与”，于是以《江西

宗派图》的名单为准，将“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
汇而刻之于学官”，目的是“兴发西山章江之秀，激
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励骚人国风之盛” ［１２］３１０。 这应

是江西诗派诗人诗集首次大规模的官方收集与刊

刻。 “江西诗派”的得名应来自这部总集，陆九渊的

《与程帅》中感谢程叔达赠书时言“伏蒙宠贶《江西

诗派》一部二十家” ［１３］３３０，这是最早所见以“江西

诗派”命名的材料，他在另一篇《与沈宰》的书信中

亦称为“《江西诗派》书”。 杨万里为这部书写序时

言《江西宗派诗序》，但陆九渊称之为“江西诗派”。
陆九渊还在《与程帅》文中首次提及“江西诗社”：
“自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
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 一

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

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 ［１３］３３０－３３１但很明显，陆九

渊所谓的“江西诗社”是学习黄庭坚的江西诗人群

体，而并非真正的结社组织，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
这有可能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称谓的最初来源。
其后陈振孙、刘克庄都在诗人总集中沿用了《江西

诗派》这个书名，如陈振孙的“《江西诗派》一百三十

七卷，续派十三卷” ［２４］ 、刘克庄的《江西诗派总序》
等。 其后“江西诗派”四字也就逐渐由书名演变为

诗歌流派的名称。
２．关于人员构成及人员诠次的争议

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较大。 莫砺锋曾列表

对比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赵彦卫《云麓漫钞》、
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王应麟《小学绀珠》四种文

献中关于《江西宗派图》中 ２５ 人次序与人名的记

载，四者略有差异，尤其是后三者皆加入了吕本中本

人。 其中，赵书去掉了较有争议的何颙，换成了吕本

中本人，并将洪朋的位置由《苕溪渔隐丛话》中的第

八名提到了洪刍之前，排名第四。 刘克庄《江西诗

派总序》与其他三本相比，次序变动稍大，他将韩

驹、徐俯往前提，排到了陈师道的后面；将“有姓名

而无诗” ［１３］１０７的何颙、潘大观排到了后面，王直方

因为“诗绝少，无可采” ［１３］１０７排在了 ２５ 人的最后；
又加上了吕本中本人，总共 ２６ 人。 这应该是刘克庄

根据自己的见解及后世对江西诗人的评价而作出的

调整，是刘克庄本人诗学观的体现，而非吕本中原来

的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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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详细记载《江西宗派图》人员的是胡仔《苕
溪渔隐丛话》前集，此书成于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 年），
距离吕本中去世仅 ３ 年。 书中记载如下：

　 　 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

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
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
汪革、李 、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
谢迈、夏傀、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

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

豫章也。 其《宗派图序》数百言，大略云：“唐自

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
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于

前作者并。 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
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 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

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
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

来者。” ［２５］３２７－３２８

可见，胡仔本人应见过《江西宗派图》，因此能

够详细地列出名单并记载原文。 这是目前研究《江
西宗派图》最宝贵的资料。 从上述记载可知，吕本

中在当时诗坛比较有名，并且自己认为是承传“江
西”，因此作了《江西宗派图》，并指明将这些人作为

一个宗派是因为其“源流皆出豫章”。 这里的“江
西”应指以黄庭坚为核心的一批以江西籍为主的学

黄的诗人，“豫章”则是指黄庭坚。 从刘克庄用“江
西”一词代指黄庭坚一脉的诗学来看，当时已有将

“江西”作为一个诗学范畴的提法。 依据前文所考

《江西宗派图》在建炎、绍兴年间的流行，则胡仔这

里“江西”的说法应始于《江西宗派图》。
胡仔指出当时《宗派图序》应该有数百字，可惜

没有流传下来，但他引用了序中的一段原文，这成为

研究《江西宗派图》弥足珍贵的资料。 在这段序言

里，吕本中极力推崇黄庭坚，认为黄庭坚之前的宋诗

皆“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 ［２５］３２８，只有到了黄庭

坚“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 ［２５］３２８，
再加上后学的仿效，因此具有形成宗派的条件。 从

吕本中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认为黄庭坚是继唐代

元和之后宋诗新变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宗派图中的

人，显然也是接续诗学正统的人。 “宗派”意味着有

宗有派，也即有领头人及追随者，而江西的诗人群似

乎符合成立宗派的条件。 这种宗派思维应得之于吕

本中的家学渊源及师友渊源。 当时儒学界蜀学、洛
学、关学等各成其门，吕氏之学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

归于伊川之学。 吕本中将这种儒门学派思维用到了

诗学上，首次在诗学界开宗立派，意味着理学对诗学

的进一步浸透。
关于人物的去取与排序的意见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被列入宗派中人本人的意见。 就目前资料所

见，有 ３ 人表示不满。 韩驹对自己居于宗派图中表

示不满，认为自己不是学黄庭坚，而是学习古人：
“子苍尝言我自学古人，庶乎于山谷近之矣。” ［１７］黄

庭坚的外甥徐俯对自己排名靠后表示不满：“如正

平所云：‘吾乃居行间乎？’” ［２６］ 夏倪“以在下列为

耻” ［１５］ 。 另一类是其他学者对人员去取与排列的

评论，大多数认为 “选择弗精，议论不公” ［２５］３２８。
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

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
其余无闻焉，亦滥登其列。 居仁此图之作，选择弗

精，议论不公，余是以辨之。” ［２５］３２８胡仔以南宋诗坛

的现状衡量作于北宋时期的《江西宗派图》，进而认

为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者不过数人，因而得出

“选择弗精”的结论。 他的“议论不公”，主要是认为

吕居仁对于黄庭坚的评价过高，因此予以辩解。 他

认为黄庭坚“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

所长” ［２５］３２８，但若像吕本中所言之“抑扬反复，尽
兼众体” ［２５］３２８则非也；又认为“元和至今，骚翁墨

客，代不乏人，观其英词杰句，真能发明古人不到处，
卓然自立者甚众” ［２５］３２８，像吕本中所言之“依效旧

文，未尽所趣” ［２５］３２８则又非也。
周 《清波杂志》称：“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

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 若徐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

间。 韩子苍曰：‘我自学古人。’” ［２０］从中可见，当时

就有人认为陈师道不应被列入宗派，这也从另一侧

面反映出陈师道在南宋诗坛的地位应与苏、黄类似，
而高于徐俯等人。 关于徐俯、韩驹不满的记载多见

于当时及其后的诗话、笔记中，徐俯与韩驹在南宋诗

坛地位上升，几于诗坛盟主的地位，他们因而不满于

排名或入宗派图，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进一步来

说，韩驹的不满未必就是不满入《江西宗派图》，而
更是对排名的不满，只不过借另一种形式表达而已。
这从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的排名即可看出，刘克

庄在调整次序时，将韩驹排名第二，仅次于陈师道，
将徐俯排名第三，这个次序可能更符合二人在南宋

诗坛的地位。
孙觌《与曾端伯书》言：“吕居仁作《江西宗派》，

即云‘宗派’，因有次第。 陈无己本学杜子美，后受

知于曾南丰，自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

其派。 靖康末，吕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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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
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 如璧之下， 师川固当不

平。” ［２７］由此可见孙觌也认为陈师道不应入派，并
解释徐俯之所以被排名靠后是因其与吕本中有嫌

隙。 但此说显然不能服人。 陈师道对黄庭坚明确表

明“愿立弟子行”，学黄庭坚诗也是明确而坚定的，
将其立为派中人未必不可。 孙觌与吕本中不睦，如
此解释徐俯的排名也只是臆测而已。

曾季狸对宗派图中“四洪”只录三个表示不解：
“四 洪 兄 弟 皆 得 山 谷 句 法， 而 龟 父 不 预， 何

也？” ［１２］２９６“龟父”即洪朋。 《江西宗派图》中“四
洪”确实只收入三个，但未入的不是洪朋而是洪羽。
对于曾几与江端本之兄江端礼未入宗派图，刘克庄

也表示不解，其《江西诗派小序》云：“子我（江端礼）
诗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晓。 岂子我自为家，
不肯入社，如韩子苍耶？” ［１２］４８４ “同时如曾文清乃

赣人，又与紫薇公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薇去

取之意云何，惜当日无人以此叩之。” ［１２］４８６

还有人在一些评论中为吕本中辩解，如范季随

《陵阳先生室中语》云：“《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

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

数等，初不尔也。”可见亲自阅读过《江西宗派图》的
范季随解释了《江西宗派图》中所列之人起初并无

高下之分，只是后来被刻石流传后，才像禅宗传法一

样，有了次序。 前引曾季狸《艇斋诗话》亦记载：“东
莱作江西宗派图，本无诠次，后人妄以为有高下，非
也。 ……然予观其序，论古今诗文，其说至矣尽矣，
不可以有加矣。 其图则真非有诠次，若有诠次，则不

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

法，而龟父不预，何也？” ［１２］２９６作为吕本中的学生，
曾季狸也认为《江西宗派图》编次紊乱，还有漏落，
这也是以南宋诗坛的眼光考量之后得出的结论。 但

他把紊乱的原因归结于少时率意而作、没有特别的

次序安排，圆满地解决了对老师的怀疑。 赵彦卫

《云麓漫钞》也认为吕本中当时并没有“以优劣诠

次，而姑记姓名” ［２８］ ，言下之意即《江西宗派图》中
人没有按什么标准进行排列，只是随手所记，因此编

次紊乱是可以理解的。 周 《清波杂志》中言：“
亦见前辈云：‘东莱自言宗派本无诠次，后人妄谓有

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

论，非本语也。” ［２０］ 这里基本上沿用了曾季狸的原

话，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这些话是吕本中的学

生为老师所作的辩解。 这也从侧面透露出《江西宗

派图》中人的排名在当时争议比较大，且以负面评

论为多。
关于《江西宗派图》中所列之人的收录标准以

及是否有先后次序的安排，笔者认为谢思炜的解释

最令人信服。 他认为：“图中人物基本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黄庭坚的学生，如陈师道、潘大临、三洪、徐
俯、李彭、王直方、高荷；一类是吕本中的交游，如饶

节、二谢、汪革、韩驹、晁冲之、江端本。 有些人兼有

二者身份，如徐俯、洪炎、李彭。 其他人虽不属于二

者，但与这些人有密切交往，如祖可、二何、夏倪、善
权。” ［２１］这一分类比较符合吕本中作宗派图的初

衷，而与吕本中交游的这类人，基本上是慕吕希哲之

名而入门下之人。
谢思炜认为这些人分属两个文人集团：一个是

以王直方为中心的京城文人集团，这一集团在严格

的党禁之下仍然坚持元祐学术，成为党禁之下的皇

权对立派。 这一派人物的特点是在当时皆不得志，
但慨然有气节。 另一个文人集团是以吕希哲为核心

的文人团体，绍圣、崇宁年间吕希哲被贬宿州、扬州

一带，因其独有的家族地位及本人的性格学养，而成

为“在野旧党分子的领袖人物” ［２１］ 。 此时陈师道、
饶节、二谢等人皆拜于其门下，以往的元祐旧人张耒

等在去往贬所的途中也往往前去拜见，因此“在宿

州、真州等地实际形成了一个以吕家为中心的在野

集团” ［２１］ 。
但是，若以这样的集团划分，一在京城，一在宿

州、真州一带，“江西宗派”似乎和“江西”无关了。
因此，笔者认为，“江西宗派”的确立，这两个集团只

是人事基础，最主要的诗人社团活动应得自于豫章

诗社的成立及诗人的唱和活动。 正如《坡门酬唱

集》的编撰一样，《江西宗派图》应是有意为诗坛立

一派。 因宗主黄庭坚是江西人，豫章诗社又在江西

成立，大部分主要成员也是江西人，因此命以“江
西”之名。 这一命名法正得自于洛党、蜀党、朔党等

以地名命名党派之思维。
关于人物的排名，曾季狸、范季随、吴曾皆认为

编次紊乱，没有次序；孙觌认为“既云宗派，固有次

第”；《百家诗选》的编者曾糙也认为有次序；谢思炜

则提出了新的看法：“《宗派图》主要反映了吕本中

交游的情况，认识较早、关系密切的多列在前面，认
识较晚和间接知道的则列在后面。 而因此，《宗派

图》也就受到吕本中个人闻见的限制，只反映了他

政和初之前了解的情况，主观色彩很明显。 吕本中

自言 ‘ 少 时 戏 作 ’、 ‘ 率 意 而 作 ’， 大 致 是 可 信

的。” ［２１］笔者认为，谢思炜的论断比较合乎人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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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也能解释吕本中的“少时戏作”之说，以及后人

评价编次紊乱的原因。
韦海英对谢思炜的说法提出疑问：吕本中认识

汪革早于谢逸，为何将其排在谢逸后面？ 吕本中没

有和潘大临兄弟见过面，为何将其排在前面？ 韦海

英认为《江西宗派图》的排列有次序，并引《紫薇诗

话》为证：“江西诸人诗，如谢无逸富赡，饶德操萧

散，皆不减潘邠老大临精苦也。 然德操为僧后，诗更

高妙，殆不可及。”她据此认为，谢逸和饶节都不如

潘大临，而潘大临、谢逸、饶节分别排在第二、第三和

第五位，符合吕本中对这三人的评价。 潘大临之弟

潘大观与谢逸之弟谢 ，因两人之诗都不可与潘大

临相提并论，因而潘大观排在第二十一位，谢 排在

第十八位，未与其兄并列。
韦海英的这一分析解决了《江西宗派图》中没

有将兄弟二人排在一起的问题，也解决了三洪的次

序排列问题。 但让人不解的是，吕本中对徐俯颇为

推举，认为他“少豪逸出众，江西诸人皆从服焉”，作
诗赞曰“江西人物胜，初未减前贤。 公独为举首，人
谁敢比肩”，却将其列为第七名，并因此导致徐俯的

不满。 笔者认为《江西宗派图》的人员排列确实有

一定的次序，这一次序反映了这些诗人在吕本中个

人心中的地位，这一排名是综合考虑这些诗人当时

的诗坛地位、诗作水平的高低及其与吕本中本人的

交往关系而得出的，谢思炜与韦海英皆说出了部分

原因。
《江西宗派图》中人物的年龄问题也是一个应

该值得关注却多被学者们忽略的现象。 据谢思炜先

生考证，《江西宗派图》中所录人物最年轻的是徐

俯，而徐俯比吕本中大 １０ 岁，因此他认为《江西宗

派图》只收录吕本中师长辈的人物，对于和其年龄

相近的交往者则基本不录。 但据笔者所考，韩驹生

于 １０８０ 年，比吕本中大 ４ 岁，徐俯显然不是所录人

物中最年轻的。 《江西宗派图》中大多数人在当时

已小有名气，否则不可能“至靖康、建炎间，鲁直之

甥徐师川、二洪（驹父、玉父），皆以诗人进居从官大

臣之列” ［１３］３１８。 这些人应在北宋党禁之时已经积

累了相当的诗名，南宋初年“最爱元祐”的学术政治

环境只是给他们提供了适当的时机，造成“一时学

士大夫向慕” ［１３］３１８的局面。 在元祐党人备受荣宠

的背景下，对于《江西宗派图》而言，“凡挂一名其

中，有荣耀焉” ［１３］３１８，一般诗人如果能挂名其中，则
可能被视为元祐党人。 但对于诗坛地位与成就本就

很高的诗人如韩驹、徐俯而言，作于早期的《江西宗

派图》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地位

的变化导致心态的变化。
关于《江西宗派图》中人员的地域问题，也曾引

起过质疑。 如刘克庄将《江西宗派图》中非江西籍

诸人的籍贯一一罗列后，指出这些人都不是江西人

却被列入江西诗派，而曾几是江西人，也与吕本中有

诗歌交流却未入派，因此感叹“不知紫薇去取之意

云何” ［１２］４８６？ 不是江西人而入江西诗派，确实让人

有些费解，但如前文所言，如果吕本中作此图时，是
以儒学门宗的思路或是佛学传派的思维，则人员的

地域问题就不是主要因素。 正如杨万里所说：“江
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

何？ 系之也。 系之者何？ 以味不以形也。” ［１３］２０９杨

万里认为之所以把这些诗人统归为江西诗派，是因

为其诗作都学黄庭坚，诗风又大致类似，而不是单纯

地以地缘划分，这样就完满地解决了人员的地域归

属问题。
姚大勇先生则试图从另外角度解释为什么江西

宗派中不完全是江西人的问题。 他认为《江西宗派

图》中的“江西”不是指地名，而是指黄庭坚本人，并
以《苕溪渔隐丛话》中的两则资料为证：“吕居仁近

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

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
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
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 ［２９］但因为这些资料

皆出自同一本书，以“江西”代指黄庭坚在当时具有

普遍意义还是胡仔一人之偏好尚难定论。

结　 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江西宗派图》在名称、写作

时间、人员的去取与排名等方面皆存在较大争议。
笔者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条分缕析后发现，从名称上

来说，最初吕本中的命名应为《江西宗派图》，虽然

这一宗派的建构建立在诗学基础上，但“宗派”这一

思维的构建则应是受到儒学宗派以地域命名的启

发，也可能是受到禅学宗派的影响。 但无论是儒学

还是禅学，皆可看出宋代学术之开宗立派对诗学发

展的影响。 从写作时间来看，尽管当时文献记载有

“少作说”和“南渡后所作之说”，近世学者也在这两

者之间进行辩驳和取舍，但笔者认为谢思炜的作于

大观、政和年间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推断。 这一推

断解决了吕本中所言的“少时戏作”及当时学者关

于宗派图人员“去取紊乱，议论不公”的评价问题。
１５１

《江西宗派图》的创作争议及其对江西诗派的构建



关于其中人员去取与排名的争议，则和《江西宗派

图》的写作时间密切相关。 如果《江西宗派图》作于

北宋末而流行于南宋初，则南渡后元祐学术的重新

崛起，造成《江西宗派图》的流传，也造成诗坛的大

变动。 变动后的诗坛情况自然与反映北宋末诗坛情

况的《江西宗派图》发生矛盾，因此，南宋时地位得

到很大提升的韩驹和徐俯对《江西宗派图》的排序

最为不满。 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中对宗派图的

重新排序反映了南渡后诗坛的真实情况。

注释

①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一书出版于 １９８６ 年，但作为书底稿的博

士论文却完成于 １９８３ 年；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一文刊

登于《文学遗产》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出版

于 １９８３ 年。 这几位先生都是较早关注到《江西宗派图》的写作年限

并予以考辨的学者。 ②虽然有些资料言吕本中本人曾收编过江西宗

派图中诗人之诗，但莫砺锋认为此说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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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ｐｏｅｍｓ，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ｖ Ｂｅｎｚ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ａｐ；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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